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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没法掩盖的

三年大饥荒时期，人口 850 万的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了 100 万人以上。

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揭“信阳事件”真相

朱健国

在一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

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一个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件”

属于反面角色而一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价值。其根据是：

“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

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

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

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的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

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这

就可以解释， 1979 年 1 月 24 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

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

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

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等等，为全面准确地研究“信阳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

视角。

——提 要

路宪文，山西人，1919 年出生，1936 年参加革命，1949 年任信阳地区商城县县委书记，

1952 年 11 月 6 日至 1954 年 6 月，任中共信阳地委第二书记，1954 年 6 月代理书记，1958
年 11 月升任第一书记（全称是中共信阳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1960 年 9 月 20 日因“信

阳事件”被撤职查办（经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讨论决定），1962 年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定

为“反革命报复罪”和“违法乱纪”（同案共 22 人，包括信阳地区一批县委书记），判刑

三年（实为到一农场作调查研究，一天监狱也没呆）；据说 1979 年路宪文给胡耀邦写申诉,
说当年“信阳事件”处理时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结果恢复了 12 级高干待遇，以行政副厅

级任河南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现改名河南省科技学院）。但路宪文仍然要求彻底平反，

恢复正厅待遇。据说胡耀邦有批示：如果连路宪文这样的人都要彻底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

乱反正（1）？路宪文一直不服，离休后在女儿路霞和妻子李昕帮助下，多年不断上访喊冤

叫屈；于 1993 年 9 月 3 日下午病逝（病逝日期据河南省科技学院组织部引自“路宪文去世

报告”，刘宝军提供）。据原信阳地区平舆县县长曹铭 2007 年 12 月 20 日回忆，路宪文一

直比较能吹、爱吹。据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作协主席刘康健 2007年 12 月 21 日说，他对 260
多名“信阳事件”当事人进行过采访，路宪文当年是河南省唯一不是地委委员的地委书记，

他一直迫切想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路宪文在“大跃进”中拼命响应毛泽东、吴芝圃极左路线

的主要动力，也是“信阳事件”得以产生的一种人性弱点和权力来源于上级的官场弊端。

路文是唯一的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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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92 年 2 月问世的《信阳地区志》（北京三联出版社），以藏头露尾的些微

数据首次暗暗启动了“信阳事件”研究，那么 1993 年则是深入披露“信阳事件”内幕的关

键年：这一年三个“信阳事件”重要当事人，都因身患癌症而动笔或动念撰写“信阳事件亲

历记”：

1993 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

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 年 12 月第 6 期）；

张树藩病故的当天，1993 年 8 月 11 日，也身患癌症的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定稿了

一万八千字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未刊稿）；

也于 1993 年夏天查出贲门癌并成功在北京做了手术的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

德鸿，在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 2001 年 9 月 17 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

全程》（载 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 2003 年 7 月出版）。

2004 年 2 月，一本由李锐作序，郭维敬、梁惠全编着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以纪

念反右 50 周年为主旨，集中收集了“信阳事件”各类右派人物回忆录，其中不仅有的张树

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余德鸿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而且有原信

阳平舆县县长曹铭的思旧录《当年信阳地区“右倾代表人物”来信》，有原《河南日报》信

阳记者站站长鲁嘉宾的见证《千万不要忘记“信阳事件”》，更有 15 篇纪录信阳反右恐怖

的残酷与荒唐的个人补证。该书可称是关于“信阳事件”最多当事人回忆的实录。

2006 年 5 月 20 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刘保军，完成了近五万字的硕士学位

论文《关于“大饥荒”的官方记述与民间记忆——以“信阳事件”为例》，该文在张玉林教

授的指导下，经一年时间研究，并到信阳地区（包括原属信阳地区的驻马店地区）进行两个

多月的田野调查，对信阳地区十八个县市的地方志中关于“信阳事件”的记述和民间记忆（主

要是对余德鸿和一些等当事人的采访）的巨大差异进行了比较，特别详细地实录了“信阳事

件”人相食的众多个案及细节；同时提出了“信阳事件”中饿死人数字中，有相当多的人并

非饿死，而是被打死，“信阳事件”中的打死人数字是一个比人相食数字更被官方有意忽视

的数字，需要重新关注。刘保军可能是第一个全面占有“信阳事件”史料的研究者。

在上述一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

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一个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

件”属于反面角色而一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价值。其根据

是：

一、“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

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

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

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

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这

就可以解释，1979 年 1 月 24 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

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

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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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2）。等等，为全面准确地研究“信阳事件”真相提供了

新的视角。

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是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

阳事件”。在其问世之前，所有关于“信阳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于受害者和研究者，

而路宪文具有双重性，他既是毛泽东、吴芝圃极权专制的受害者，也是积极主动甚至创造性

地助纣为虐者，是致使信阳地区至少饿死 150 万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祸首——路宪文在 “信

阳事件”时身为信阳地区土皇帝（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在信阳地区有“一言堂”之威，

如果他对毛、吴的“大跃进”不是那么创造性地呼应，如果他不在本区遂平嵖岈山创办中国

第一个人民公社，由此创办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饿死人后还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

逃”，“截信件”，让农民失去在家做饭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

说真话的自由，那么“信阳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死那么多人。

三、在张树藩、余德鸿、路宪文三位亲历者文章出来之前，国内外关于“信阳事件”和

“大饥荒”饿死人的分析多多集中于经济制度的分析上，代表性意见有——

1、伯恩斯坦的“粮食的过量征购”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伯恩斯坦 1984 年发表的《斯大

林主义、饥荒和中国农民：大跃进期间的粮食征购》一文被公认是研究“大饥荒”起因的最

早文献。伯恩斯坦在文中论述了粮食征购和饥荒之间的关系，认为粮食的过量征购是造成饥

荒的主要原因；（3）

2、林毅夫的“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引起”说：1990 年，林毅夫在美国《政治经

济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剖析农业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来解释人民公

社的生产率为何在饥荒以后二十年一直徘徊不前，但是附带涉及了三年间的农业灾害。林认

为，公社化取消了农民的退出权，从而造成农业产量在 1959 年到 1960 年的严重滑坡，进而

出现饥荒。也就是说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引起的。几年之后，林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

这个观点。通过与杨涛的合作研究，发现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

（代表城市偏向），都是决定分省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偏向的作用又大于食物供应

量下降的影响，此结果表明，制度性因素是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4）。

3、杨大利的“乌托邦似的非理性消费制度引发”说：杨大利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认

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饥荒的原凶。由于公社把个体农户和其它集体组织的资

源无偿合并，农民个人在公社的劳动与其成果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因而丧失了生产的积极性，

导致了经济学所谓的公共产权的悲剧。张欣和文章中拓展了杨大利的观点，指出在众多的因

素中非理性的消费行为才是罪魁祸首。李若建和曹树基的研究也认为，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

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主义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原

因（5）。

4、陈意新的“传统的宗族领导权中断对当时农民的求生机遇至关重要”说：陈意新采

用人类学田野考察方法，选择了安徽三个村庄作为研究的个案，发现传统的宗族领导权的延

续或中断对当时农民的求生机遇至关重要。逃荒、偷盗和瞒产私分等消极求生策略，在宗族

领袖缺少的条件下会遭到国家权力代表的严重处置而无法奏效，相反获得宗族领袖庇护的农

民则赢得生存机会（6）。



第 4 页 共 13 页

但是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驳倒上述盲人摸象，证明了“信阳事件”和全国大饥

荒的根本原因是真实信息传播受阻，即真话受压，假话畅通。“信阳事件”和全国大饥荒的

根本原因其实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

北京大学讲师周飞舟在回答伯恩斯坦在文章中提到的关于饥荒救助和反映的问题时，通

过对各省之间粮食分配数据的研究发现：省级政府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知道饥荒的灾情，而且

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但由于许多省级政府不肯向中央求援或者最后求援也为时已晚，使得对

饥荒的救援效果不大（7）。但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证实，虽然地方上向中央说了许

多假话，但并没有完全隐瞒饿死人的事实，如早在 1959 年春，河南省委因发现商丘、新乡

出现十几万饿死人的严重现象，向中央只写了饿死 5000 人的假报告，但毛泽东当时到河南

视察时却毫不追问此事，好像饿死 5000 人是天经地义的正常工作事故，而是大讲一些鸡毛

蒜皮的共产风问题。

最明显的是，1960 年 9 月，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处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知道

全国已饿死一千多万人，但当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上仍然说：“两年来，

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

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8）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说明，这种睁着眼睛说谎话的作风，只有在“党天下”的

专制下才能够畅通无阻。

路文的新史料贡献有 35 项

比较张树藩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文章，余德鸿文章的独到贡献是第一次说出了“信

阳事件”不仅至少饿死 105 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与

张树藩、余德鸿文章等人关于“信阳事件”的披露相比，路宪文的回忆揭露了毛泽东、吴芝

圃两个“信阳事件”元凶和中共高层坚持专制，嫁祸于人的残忍，并披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

对“信阳事件”处理方式的分歧。

其具体细节与观点有 35 条（双引号中话语为路宪文有的原话，路宪文原话外的括号里

面的话为朱健国注）——

1、党中央将 “信阳事件”只理解为发生于信阳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不正确的（路

宪文此言有理，“信阳事件”至少代表了河南省“大跃进”的专制恶果，实质上是毛泽东专

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事实上，称‘信阳事件’是不确切的，因当时饿死人的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把

‘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更是错误的。”

2、胡耀邦重视“信阳事件”的全局性意义。

“实际上‘信阳事件’是执行党的左倾路线的结果，是五九年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正

如胡耀邦同志所讲的‘它是我党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时隔三十余年，我们党应该

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应反思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和和社会根源，从中吸取深刻

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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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阳事件”始于 1957 年春——邓子恢当时就批评“河南没有人性，群众饿着肚子

讨（逃）荒要饭”（邓子恢是刘少奇、周恩来 1955 年“反合作化冒进”的得力助手，所以

“信阳事件”是毛泽东以“大跃进”批“反冒进”的直接恶果，也是毛、刘较量，毛胜刘败

的结果）。

“1957 年春，在省委四次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传达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的讲话。邓的讲话中说：河南没有人性，群众饿着肚子讨荒（逃）要饭，河南打肿脸

充胖子，吹如何如何丰收。潘复生强调说：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纠偏。并说：河南西

北高，东南平，灾情多，生产很落后，丰收年略有结余，常年只能自给自足，灾年还得向外

求援，不能征购太多，不能只顾任务，不顾政策，把群众口粮购走。当时列席会议的地委、

县委书记谈了河南群众的灾荒情况，要求省委减轻征购任务，发放救灾粮款，并立即派代表

去中央反映情况。

4、潘复生接受邓子恢的批评，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

等灾情。（潘复生其时是紧跟刘少奇的，已被毛冷落。据路宪文另文回忆：1956 年（实为

1955 年 1 月 4 日）的春天，省委电话通知我到郑州。在一列火车上，毛主席接见了中共河

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第一副书记杨蔚屏和河南的几位地委书记耿其昌、赵天赐、林晓、

张申和我。如此重要接见，已没有时任河南省第一书记的潘复生。）

“省委四次全会后，潘复生起草了十二条宣传要点，宣传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

由、借贷自由等，并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等灾情，支持群

众。这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5、省委五次全会否定省委四次全会，吴芝圃突然袭击潘复生“反对合作化”。

“继之，省委五次全会召开。会议开始时，各地委书记汇报多数群众对潘复生的十二条

宣传要点是欢迎的。不料会议结束时，吴芝圃代表省委党小组在会议上揭发了潘复生同志，

说：潘复生十二条宣传要点是错误的，是反对合作化的纲领，反映了地主、富裕中农的情绪，

潘是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实际上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现在潘复生对自己的错

误已作了自我批评。当时在会议上就展开了对潘复生的批判，会后让潘复生下农村去调查研

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复生的错误传达到县社。这在全省范围中引起强烈震动，使左倾思

想在河南得以迅速发展。”“在批判潘的过程中联系潘展开了对杨珏、王庭栋的所谓错误的

揭发和批判。与此同时，河南省委发起了全国着名的放卫星运动，以放卫星当炮弹，反对潘

的右倾。”“边放卫星边提高亩产量，开了大放卫星大刮浮夸风的先例。当时在全省范围内

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把河南的左倾思想推向

了高潮。在反潘、杨、王的基础上，1958 年秋，在河南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

了大办钢铁运动。”

6、第一个卫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由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准。

地委，县委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

“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遂平县委书记赵光的试验田，亩产 1 千多斤。这是河南日报记者

到当地采访，根据村干部的汇报放的，试验田的主人赵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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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楼大队妇女队长亩产 3400 多斤的卫星，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地委，县委

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西平城关公社放了亩产 7300 多斤的卫星，是由公社党委直接报给河

南日报社的。河南日报当时是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的。史曾打电话问我是否有这样的情

况，我说不知道。为慎重起见，我问了县委书记，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委办公室主任王秉

林带一个工作组去调查，当时因麦已收打完毕，他召开了一个社队干部和老农座谈会，并看

了标本麦穗、粮食堆。回来后他把调查所得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第二天，河南日报上

就放了卫星。”

7、毛泽东对吴芝圃谎报河南全省产量 500 亿斤很满意。

“会后吴芝圃到中央开会，向毛主席汇报河南全省产量 500 亿斤，大丰收（当时全国

7000 亿斤产量）。毛主席也很满意地说：大家可能留有余地，实际不是那么多，留点余地

好嘛！”

8、副省长彭笑千等因反对吴芝圃谎报而遭殃（在一党专制下，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上

不可能的）。

“当时河南省副省长彭笑千，计委主任邵文杰，农业厅长冯鸣臬等 6 同志曾向省委反映

产量有浮夸。吴芝圃在会上批评道：‘这些是秋后算账派，思想跟不上形势。’结果这几个

同志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时，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9、1959 年春，中央就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但并不调查也不追究责任（如若此

时中央重处当地官员和吴芝圃，必不会有“信阳事件”，而没有“信阳事件”，也就不会有

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英

明党中央”，偏偏对河南省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无所谓，继续放任吴芝圃、路宪文“大跃

进”。）

“1959 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

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 5000 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

区 1 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他们对反映

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

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

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

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

10、1959 年春，毛主席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没有一句话

提及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此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河南省委向

中央写了饿死 5000 人的假报告，必然要报告毛）。

“59 年春，毛主席在视察河北、山东省以后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

座谈会。主席把一路上听到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

向大家作了介绍，征求河南省委的意见，问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地委书记把各自了解

的情况如实向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讲：这是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如果不纠正，发展下去，

就会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当时省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席建议把公社、大队、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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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部召集来听听他们的意见。三级干部会就扩大成为六级干部会（省、地、县、社、大队、

小队，共六千人）。基层干部听了毛主席讲话的文件后，非常高兴，纷纷把自己的看法，本

单位的情况作了汇报。毛主席又召集地委书记汇报讨论情况。听到干部们都拥护，才放心了。”

11、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

“1958 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继之全国搞起

了公社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

12、毛主席派人帮助写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信阳事件”与嵖岈山人民公社成

立有重要关系，而毛泽东是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授精者，是嵖岈山人民公社之父）。

“58 年春天，遂平县嵖岈山的几个合作社想修水库，但是占地、效益等问题不好处理，

当时六个乡的干部在一块商量后，把六个乡的合作社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社，大家称之

为集体农庄。各区各县知道后，纷纷要办，当时地委劝阻大家不要操之过急，等等看再说。

我还派了地委农工部书记（部长），带工作组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八大’二次会议上，

我在河南的小组会议上发了言，引起了强烈反映。许多同志说这是大好事，建议我写出发言

稿在大会上发言。我就写了稿送交大会。由于时间关系，只形成了书面发言。会后毛主席看

到了这篇稿，感到很好，就派中央办公厅四位同志和‘红旗’杂志社副总编李郁九等住在嵖

岈山进行调查研究。李郁九帮助写了《人民公社社章》。毛主席从山东视察回来到郑，中央

政治局的谭震林叫遂平县委书记赵光汇报工作。汇报过程中一个记者问主席：‘遂平有个集

体农庄？’毛主席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看了李郁九写的社章，毛主席高兴地说：‘好

得很呀！多年梦想的东西得到了。’”

13、信阳地区有 100 万人参加大办钢铁（信阳地区当时总共 850 万人，青壮年劳力也就

百来万人）。没有这样大规模弃农炼钢的局面，信阳地区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考验是大办钢铁。在全国‘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的时期仅

信阳地区就有 100 万人参加大办钢铁。上蔡、遂平、西平、汝南、新蔡、平舆等淮北几个没

矿石县的人，集中分到淮南的确山、罗山、商城、光山等县。淮南的这几个县平均每天要接

纳近 5 万人。可想而知，没有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大办钢铁根本搞不成。这正是人民公社‘一

大二公’优越性的体现。但也是人民公社的这个所谓优越性，又显示出了它严重的弊端。可

以这样说，没有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就不会形成当时那种农民大规模弃农炼钢的局面，

也不至于农业生产遭受巨大的损失，即使遭受天灾，信阳地区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14、群众坚信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哪知毛主席不在乎饿死人（历代农民逢饥荒必然造反

求生，信阳自古有农民造反、革命的传统，但“信阳事件”时，信阳农民却因共产党的美妙

宣传和空前专制，而在等待党救济时成群饿死。此为千古未有之奇 ）。

“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仅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了生产管

理权、生活主动权，也就没有了管理的积极要求。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关心，只要有饭吃，

有衣穿就行。在生活上，因搞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群众有对党组织的依赖性，不再留

生活后路，把铁犁、铁锅等砸了炼钢铁，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

没有。刚收了粮食，继之而来的是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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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吃。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加之在食堂管理上，干部利用特权多吃多占，甚至有人把群众

的粮食打成烧饼卖钱。这样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也不能进肚。又由于反右倾，有一切服从人

民公社的口号，群众怕拔红旗，插白旗，挨批评，饿着肚子却说吃饱了。芸芸众生饿肚子待

粮，粮不可待，终于死于饥荒。人民公社这种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与泛滥的左

倾思想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15、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提前强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庐

山会议可谓“批倒彭德怀一人，饿死百姓四千万”）。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春季已收敛的‘五风’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庐山会议反右

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实际地提前强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59
年 8 月初，我到下面巡视抗旱情况，中旬，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里参加省工业会议。会上杨

蔚平作总结时说：‘庐山有彭德怀跳出来反党，河南有张申跳出来反党，上下呼应。’事实

上，开封地委书记张申，调查了死人问题，搜集材料在工业会议上说：‘群众饿死了，小麦

长得不到一尺高，能看见地皮，你们还放大丰收，还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大会批判了张申，

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信阳地委的杨玉璞（工业书记）只说了一句‘张申同志反映

的情况是属实的’，结果也挨了批，在会上作了检讨。”

16、李先念是“提前强行征购粮食”的始作俑者（李先念加剧了“信阳事件”，仅有此

孤证。李先念后来到光山县，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提前强

行征购粮食”的罪责）。

“（1959 年）9 月初，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传达庐山会议

精神之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他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

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

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齐抓，一手抓征粮食，

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宋致和要求各地委书记向回打电话，让各

县汇报产量，分配征购任务（往年都是从省里开会后回去再开会，动员，统计，最后分配任

务）。

17、几乎每个地委都反了一个（右倾）书记，或正或副。明明大旱了，还报大丰收，高

产量。吴芝圃、戴苏理下令让路批副书记张树藩（是共党内并非没有志士仁人，但在党天下

里，“海青天”是毫无作用的。因为毛泽东是“秦始皇加斯大林”）。

“当时各县委听说庐山会议反右倾了，思想都很紧张，明明大旱了，还报大丰收，高产

量。信阳报的是 45 亿至 50 亿（分配给信阳秋季的征购任务是 11 亿斤）。地委书记们一面

每天打电话向各县要任务，抓征购，一面开会批右倾。反右倾会上，把省委机关的彭笑千、

邵文杰、冯鸣臬等 6 人说成是秋后算账派，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耿其昌因在省四次全会上说

他去孟县，被群众包围要粮食，说时痛哭流涕，这时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他是反

右倾漏网分子。商丘地委书记陈秉之被打成右倾，副书记张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洛

阳地委书记王惠之曾提倡过生产到队，耕牛分槽喂养，此时被批判撤销地委书记职务，说他

是富裕中农的代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几乎每个地委都反了一个书记，或正或副。

我也作了以把春季群众没饭吃讨饭问题扩大化，多分了几千斤粮食造成浪费，反对‘小土群’，

下放小商贩为内容的检讨。吴芝圃、戴苏理都曾找我谈话，让我批副书记张树藩。许昌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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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步司令员，因看不惯公社妇女穿短袖衣服，短裤头跳舞，被说成反公社化挨了批斗。”“在

这种形势下，各地、县提前强迫性向群众征购早秋粮。村干部怕被打成右倾，把粮食就场交

出，打多少交多少。结果群众的粮食被征透了底，群众饿肚子，村干部却不敢反映饥荒，荒

说食堂没有停伙。 ”

18、1959 年 11 月，潢川等县县委书记汇报了食堂停伙、群众讨荒要饭，发生饿死人现

象、流传乌嘴病等问题（路宪文仍然坚持“乌嘴病”是食物中毒，可叹其死不悔改）。

“59 年 9 月底，信阳地区完成 5 亿斤粮食的征购后，进展不动了，省委三天一个电话，

两天一个电话催征购，并说粮食征购进展缓慢，完不成任务，有实际问题，也有思想问题。

所谓实际问题，是个别地方有灾；所谓思想问题，是反右倾不彻底，思想右倾。地委，县委

一面批判右倾，一面打电话催征购。到 11 月初，全区征购任务完成六亿多斤，已推不动了。

我在潢川开了县委会议，县委书记汇报了食堂停伙、群众讨荒要饭，发生饿死人现象、流传

乌嘴病等问题。我在会上提出停止征购，先安排好群众生活，然后再征购。并派医疗队下去

给群众治病（后来发现是食物中毒）。”

19、以“打击流窜犯”禁止农民逃荒 （逃荒是农民的最后一条生路，却被害怕灾情外

泄的路宪文残酷无情地堵死了。）。

“（潢川会议）回地委后，我马上召开地委会，研究制定了八项措施，大致有暂停征购，

安排生活，摸清灾情，生产救灾，在群众发生困难的时候加强对地富分子的控制，打击流窜

犯，安排外流人员，县社队各级设浮肿病医院，治疗浮肿等内容。我向省委作了汇报，省里

感到还不错。”

20、吴芝圃、宋致和对信阳大量饿死人无所谓。（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饿死人的地区，

只是工作问题，所以上行下效。）

“（1959 年）12 月中旬，省委召开地市级干部会议，宣布停止征购，全面转向生产救

灾。在会上，吴芝圃讲：宪文同志思想不要顾虑，信阳一贯对全省贡献很大，现在你有困难

省委帮助你。会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带领数十名机关干部到信阳来帮助救灾……第二次潢

川会议我要求对死人的问题写检讨，并要求处分。宋致和说：‘这么大的灾情，死几个人是

难免的，是工作问题，又不是你叫饿死了。先不要调查、写检查，先集中力量抓救灾。’”

21、1960 年春节期间，信阳公安局上报饿死人为 8 万。（后来统计实为至少 150 万人

以上。）

“春节期间，公安局年终统计，全区死人 18 万 4 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 10 万，饿死人

为 8 万。我让公安局全部向省里汇报。”

22、吴芝圃在 1960 年春节正月初八再逼信阳地区上调粮食，此时已知信阳地区正是饿

死人高峰期。（吴芝圃此时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只知效忠权力来源毛泽东，而对衣食父母

老百姓陷入绝境无动于衷。 ）

“可是（1960 年春节）正月初八，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和生产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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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厅厅长王秉章去找我，说信阳地区外调粮食计划没完成，要抓一下，赶快完成。我说我

们已没粮食吃，不能再调了。吴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谈话说：‘宪文同志，粮食调购是中央统

一安排，你必须服从，你需要粮食我供给。’会上吴芝圃讲：河南省有灾情，群众生活有困

难，我们要自己解决，不向中央开口要粮食。有问题依靠群众解决（实际上是反瞒产），瓜

菜代。

23、1960 年 3、4月份，吴芝圃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

“（1960 年）3、4 月份，吴芝圃要去中央开会，他和宋致和找我谈话说：宪文同志，

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

我提出死人数字怎样报的问题，他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

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

24、固始县委向中央求救遭省委报复。（党章规定党员有权越级向中央报告，但一个县

委却不能向中央反映情况，可见中共党章与国家宪法地样，实为一纸空文章。）

“（1960 年 4 月从省委）回地委后，我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大家报死人数，统计结

果非正常死人 8 万 4 千人。省委加个批语：报告中央通告全省，并加一句注释：包括一部分

正常死亡。当时固始县委向中央民政部、卫生部报告饿死人数、浮肿病人数，要求中央支持。

省里很生气，立即打电话命令：固始县死了 4 万人，要做检讨，受批评，地委路宪文也有责

任，要写检讨。”

25、毛主席说：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一般不要处分人。（毛泽东何以对酷吏们如此

宽容，对百姓痛苦无动于衷？因为深知专制离不开酷吏，深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大

跃进饿死人问题的根源在自己。）

“（1960 年）5 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

带领一个小组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 8 万，10 万也不止，20 万也不止，

推算有 30 万人’‘你为什么不揭省委，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

委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

要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要处分人。”

26、信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路宪文就是不敢直言信阳死人问题，是

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敢说？）

“事实说明，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左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

的直接恶果，不是个别同志的问题。”

27、“信阳事件”的处理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保路宪文代表大方向”，只处理县委

书记。（后来变为“保吴芝圃代表大方向”，1979 年邓小平主持为吴平反开追悼会，2006
年河南省委又举行“吴芝圃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称颂吴芝圃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一阶段：（19）“60 年七月中旬，省委派副书记杨蔚平、李立以及纪委书记刘名榜、

组织部长李俭波赴信阳解决信阳问题。在鸡公山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说）信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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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这几年来工作做得不错，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对全省贡献很大。近几个月来，由于执

行中央“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统购统销，政策上犯了错误，积累得多了些，给群

众留得少了些，作风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造成了严重的死人问题，还算工作问题。这次

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好了，不给组织处理。……会上我要求给处分，杨坚持不给，

同来的几个省委领导也同意给我处分，调其它地方工作，杨坚持不给处分，说这是大方向问

题，路宪文代表大方向。会议上，省委还带了电台，每天把会议情况向在北京开会的吴芝圃

汇报，常委会议决议也送交了吴芝圃。吴说：会议开得很好，路宪文同志也作了深刻检查。

吴芝圃从中央开会回来，在大会上讲：信阳死了那么多的人，商丘也死人了，中央精神主要

是接受经验教训，不作组织处理。……吴芝圃说：宪文同志主要是对信阳死人问题的说明，

思想认识不够，省委决定让你留在原岗位坚持工作，在什么地方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要

直起腰杆工作。在此阶段，省委这样处理，真实意图是处理三个县委书记，以保地委，最终

达到保省委，保存三面红旗的目的。”

28、“信阳事件”的处理第二阶段，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批复：“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

件。吴芝圃、杨蔚平改口要立即枪决路宪文。（如果依刘少奇严惩“信阳事件”当事人的方

法，可能会对仍然在继续蔓延的“大面积饿死人事件”有所遏制，但毛泽东害怕刘少奇别有

用心，将火烧到自己身上。）

第二阶段：“据省纪委书记刘名榜 61 年谈，河南省委、关于信阳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

报告中央后，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了批复：让信阳人民来个二次解放，信阳地区地主阶级

复辟了，信阳地委党变成了国民党，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彻底发动群众揭发，查清处

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来河南进行调查，并向刘少奇作汇报。谭震林、徐子荣带着刘

的批示到河南省委会上作了传达。省委会议的空气立即变了。杨蔚平说：信阳事件，路宪文

是反革命，立即枪决。吴芝圃低头不语。会上一片杀气。”

29、杨蔚平警告路宪文不要牵连省委。

“我正在传达布加勒斯特会议精神，杨蔚平到信阳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会议决定：

撤销你地委书记职务，不算最后处理，还看情况发展，希望你老实检讨，不要上攀下连，最

后处理还是省委作决定。”

30、吴芝圃决定抛弃路宪文，丢卒保车，派 15 军 7 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翻脸不认

人，前后矛盾，是专制者必然的手段。）

“省委先派戴苏理、赵定远当信阳地委正副书记。这时在信阳地区就开展了民主补课运

动。说‘信阳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主复辟了。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

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

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杨蔚平说：有人说路宪文是好人办坏事，不对，路宪文是反革命分子，

饿死那么多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还能是好人。他们走到哪里都这样讲县委书记，到一个县

抓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甚至扬言说：信阳要组织暴动，派 15 军 7 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据

说他们去查，老百姓吓得到处藏，窃窃私语，被他们认为要暴动。”

31、没人敢统计自杀的人。（“信阳事件”的自杀者、被打死者、人相食者，比饿死人

更让专制者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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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信阳就变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数千干部被抓入监狱，15 万人抓起集训审查。

有些县监狱中装不下，就腾空房子安排。集训没饭吃，家属不能接见，家属们把红薯、馍从

高墙外往里扔，里面抢着吃。当时有些干部自杀了，有些农村干部被抄家了。南阳唐河县委

书记的爱人和孩子集体投井自杀了。当时因害怕而自杀的人很多，没人敢统计这个数字。死

人数字越报越多，谁报得少是包庇，被批为右倾。这造成新的恐怖。”

32、刘少奇的代表徐子荣拟杀 2 万人。

“省委常委会上研究要枪决路宪文，征求各地市意见。据商丘地委副书记耿化伍说，大

家谁也不发言。徐子荣在干部会上讲：要落实一下，杀人问题究竟杀多少为好，是不是大县

杀八百，小县杀四百，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我亲自看过讲话稿），共 2 万人。据省委副书

记杨珏讲：在省委讨论杀人问题，大家不好讲，我说杀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别省怎么办，

或请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33、毛主席驳回刘少奇意见，说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

“结果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当时在长沙巡视），主席下了 6 条批示，主要精神是：饿

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教育好

了还可以为党做工作。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抓起来的立即释放。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

34、邓小平说“信阳事件”与全国其它地方饿死人事件没什么特殊的。（刘邓大军在信

阳一带呆过，邓小平此言既是实话，暗示“信阳事件”总根子在毛泽东，也可能有为信阳干

部念旧情放一马。）

“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邓小平从四川视察回来路过信阳，把信阳地委档案调出来看了

一下，说各地都是这个调子、做法，信阳没什么特殊的，不同意杀人。当时中央有个电报叫

放人。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当时刘建勋曾打电话给戴苏理，让他把抓起来的人员放了，先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戴不放人。后刘建勋又亲自到信阳做戴苏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

35、“信阳事件”的处理第三阶段，对路宪文进行假审判、假判刑。（中央既要借惩罚

路宪文安抚百姓，又深明主要责任不在路宪文，只好对这个替罪羊来个假判刑、假收监。）

“1962 年，省委派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张建民、地委副书记赵定远到公安厅找

我落实材料。……河南省委副书记何伟主持对信阳问题作结论。……省委副书记赵文甫把我

叫去谈话：你写的材料我们看过了，还不错，基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省委把你闹（方言？）

来，主要是为了保护你。信阳死人在全省比例较大，死人数字也弄不清，你说把你拉出去枪

毙亏不亏。我说不亏。他说不要你说不亏，把我们任何一个省委书记拉出去枪毙都不亏。省

委对你的问题作了讨论，党内处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到 63 年 9 月，省纪委刘名榜

和湖北调来的另一位副书记找我谈处分决定，叫我签字。赵文甫也找我谈话说：中央对你的

问题已批下来了，得受点刑事处分，还算宽大处理。他把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指示给了

我一份，说：‘还得办一个法庭审判手续，叫王光力找你谈谈。’法院院长王光力找我说：

“赵书记找你谈了吗？还得行个形式，你准备怎样谈？”我就从头到尾谈了。没说几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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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我说：‘省委的问题他们已做了检查，你光说你自己的。到时问你什么答什么。’检查

员、副检查长丁某叫我在起诉书上签字。我当时对一些具体材料提出意见，他大声训斥我：

信阳死那么多人，你还有意见吗？然后法庭。院长问：‘×××问题你知道吗？’我说：‘知

道。’问：‘有没有？’答：‘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休庭判决（开除党籍）判三年徒刑，

定渎职罪，降 5 级级别，按 15 级发生活费）。出来后才知道，原来省委对我的处理报告，

戴苏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又告了状，说：‘对路宪文他们的处理太轻，我回去没

办法说服群众。’因此，由中央决定，由陶铸主持处理。后来的报告就是中南局的了。过了

一月，把我放出来了（10 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原在公安厅技术处住）。关于我

们犯错误处理的决定（22 人）传达到支部，只传达，不讨论。赵文甫谈：要站起来，不要

觉得比别人低一等，不要悲观，要有信心，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社会上舆论很多，有支持的，

反对的，你不要随意相信，再犯错误就不好办了。接着把我安排到博爱农场去深入实际，调

查研究。66 年 5 月，省委派工作组到农场调查，农场党委对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结论，叫我

写了申请准备入党。但被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冲了。”


